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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 public health problem 
worthy of attention. As a special grou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ilitary cadets are faced with special 
environmental tasks in addition to various conditions of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makes 
military cadets become a group with high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disorder. Early detection may become a group 
of depression disorder, early intervention, can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depression disorder.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oint, th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and define people at high risk of depression theory basis and 
high-risk groups defined framework set three aspects of depression,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definition 
of military academy students people at high risk for depression model, in order to target population,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ensure the safe and stable, increase the ferocity of forces when 
facing stres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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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学生抑郁检出率较高，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军校作为高校中的一个特殊

群体，学生除了需面对普通高校的各种境遇之外，还面临军校特殊的环境任务，更使得军校学员成为抑

郁障碍高发的一个群体。提早发现可能患上抑郁障碍的群体，对其进行早期干预，可预防抑郁障碍的形成。

本文从军校大学生心理的研究现状、界定抑郁高危人群的理论依据以及抑郁高危群体界定框架设定三个

方面着手，初步探讨了军校大学生抑郁高危人群的界定模式，以期早期锁定目标人群，实施心理干预，

保证安全稳定，提高部队面临应激事件时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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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情感性精神障碍，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

通过近些年调查研究显示，高校学生抑郁检出率较高，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1］。军校

作为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学生除了需面对普通高校学生的各种学业压力、青年人际关系冲突等境遇

之外，还要面临军校高强度的训练、高制约性的纪律，以及各种应激性任务等职业使命，这些使得军校

学员成为抑郁障碍高发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成为部队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研究称抑郁症患者的自

杀率比一般人群高数十倍［2］。因此追踪军校学员中抑郁高危人群，为管理部门提供识别抑郁高危人群

的筛查方法，为学员提供心理支持或心理救助的现实需求越来越迫切。

2  抑郁高危群体研究现状

以往对军校大学生心理状况的研究不乏理论剖析、现状研究以及原因探讨，但是如何识别筛查可能

出现抑郁障碍的个体，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干预，预防抑郁障碍的发生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提出军

校大学生抑郁症高危人群这个概念，并进行界定和筛选模式的探讨，就是为了寻找抑郁症发病前可能存

在的一些预警因素，为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和预防提供科学依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也建议，在有系统

资源的医疗单位，应该对青少年和成人做抑郁筛查，以确保跟踪管理、准确诊断和有效治疗［3］。

究竟什么是抑郁高危群体呢？既往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此定义均较为模糊，有的研究根据社会因素

如社会支持、生活压力、生存质量等直接把抑郁高危人群定义为某一类人群，如孕产妇、在读高校学生、

医务人员等［4］；也有研究是从症状行为学的角度出发来界定抑郁高危人群，认为人们在患抑郁障碍之



·1242·
军校大学生抑郁高危人群界定的初步探讨 2020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12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21209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前是有前驱症状的，可根据症状筛查问卷，以阈下抑郁或亚临床状态如睡眠障碍、动机减少、注意力不

集中等来界定抑郁高危人群［5-8］；还有一些研究是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出发，把抑郁症一级亲属定位为

抑郁高危人群［9］，如研究发现抑郁症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概率比普通个体高 3 倍以上［10］，未患病的抑

郁症一级亲属显示出类似于抑郁表现的医学神经生物学异常［11］；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可以根据认知方式

来对抑郁症高危人群进行界定，如 Beck 很早就已提出，抑郁症易患群体平时看待周围环境和生活事件

的方式和态度更为消极［12］，在面对同等外界应激条件时，抑郁认知易感者比非抑郁认知易感者感受的

应激水平会更高，也更容易表现出明显的抑郁与焦虑情绪［13］。也有一些研究从人格特质出发，认为一

些人格特质更容易使人们在压力痛苦面前患上抑郁，如西方人格心理学认为抑郁易感性主要与外倾性、

神经质等因素有关［14］。

分析以往文献中所提到的高危人群，可谓是面面俱到但又难以概括全貌。实际工作生活中我们发现，

并不是所有面对困境的人都会发展成为抑郁障碍，也不是抑郁障碍患者的亲属最终都会发展成抑郁障碍，

有一些抑郁阈下症状的人也会在一段时间后恢复正常心态，有一定人格特质和负性认知偏向的人在较为

顺利的环境下也较为平稳。在军校大学生实际管理工作中，我们追踪管理的重点人常常是根据以上其中

某条线索进行的，不能综观全貌，以管中窥豹的视角来确定抑郁高危人群，往往就会产生追踪偏差，导

致浪费人力物力，造成干预工作不及时到位的现象。

3  界定抑郁高危人群理论依据

那么抑郁高危人群应该怎样界定呢？我们分别从临床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以及方法学的角度来

分析。

3.1  从临床的角度来看

临床学中精神障碍高危人群的概念更多关注的是疾病状态或症状的高危，即个体表现出一些异常但

未及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的症状群，临床上把这个阶段定义为亚临床或阈下症状。亚临床或阈下通常在

临床被用来标定疾病的早期阶段，以期确定那些需要被指导和被特殊预防干预和治疗的高危人群。阈下

抑郁的操作性定义是同时存在两种或更多种抑郁症状，大多数时候或者所有的时间（至少持续两周），

伴随社会功能紊乱的证据，但是还没有达到轻度抑郁或抑郁、恶劣心境的诊断标准。追踪研究发现，

根据阈下抑郁可以预测未来抑郁症的发生情况［15］。因此根据临床精神障碍高危人群的概念，阈下抑郁

的人群属于罹患抑郁症的高危人群。但是有追踪研究发现，根据精神障碍前驱或阈下症状的预测性仅有

25% ～ 40%［2］。说明以症状表现为基础的评估筛查存在很高的假阳性率，即根据症状不能进行高效率预测，

症状不能作为预测的稳定特征。

3.2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

价值观、气质、性格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具

有个人特色的心身组织。特质是决定个体行为的基本特性，是人格的有效组成元素，也是测评人格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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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基本单元，特质被看作为一种神经心理结构，也是一种先在的倾向，使个体以相对一贯的方式对刺

激做出反应。如神经质是抑郁的一种易感性人格因素，人格中有敌意倾向、性格内向及情绪不稳定等因

素会增加大学生抑郁，依赖性人格特质或自责性人格特质会增加其对生活事件的易感性，影响其抑郁的

具体症状以及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抑郁。与抑郁有关的高阶人格维度研究较多的有神经质、外倾性［16］；

与抑郁有关的低阶人格特质研究较多的主要有依赖性、自我批评、述情障碍、完美主义等［17］。很多研

究发现，人格特质稳定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认知等方式，可以作为预测人们行为的稳定特征。精神障

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也指出神经质（消极情感）是抑郁障碍起病的已确立的气质性风险因素，

高水平的神经质似乎令个体在应对生活应激事件时更可能发展成抑郁障碍。所以精神障碍人群的偏差性

人格特质可以帮助我们稳定地预测精神障碍高危人群。

3.3  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

精神障碍是一类受遗传影响，在行为症状方面多维度表达的一类疾病。内表型理论认为，目前对精

神障碍的研究多是基于对症状和行为的描述，缺少生物学基础，所以对内表型这种微观的、内在的，比

外在表现更接近生物学基础，即人格层面、认知层面、脑功能层面等的研究有显著的优势，对预测疾病、

建立疾病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内表型指标因更少的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它们为临床上早期发现精神障

碍奠定了基础。如抑郁症已被确立的内表型为选择性注意障碍、言语记忆和工作记忆的减退［18］。同时

心理测量理论认为，症状层面的东西由于易变性和不稳定性，不具备预测性特征，只有相对稳定的智力、

人格和某些生理因素才具备预测性，使用统计方法将两种或多种危险因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预测，预测

符合率可提高到 68% ～ 80% ［2］。

综上所述，临床上以症状预测、诊断为主，心理学从人格特质方面进行挖掘预测，方法学认为稳定

的特征具有更强的预测性，并且结合多种因素进行预测其预测率较高。

4  抑郁高危群体界定框架设定

日常的生活工作经验也表明，引发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不是单方面的。引发抑郁障碍有生物遗传学

和神经递质的因素，有心理如人格、认知风格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如社会支持、生存质量以及应激事

件等的因素。我们在面对应激环境或恶劣条件时容易产生抑郁情绪，一部分人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环

境的变换以及自我的调节慢慢消除抑郁情绪，而有些人则会因为认知方式或人格特点等原因无力调节，

最终发展成为抑郁障碍。对抑郁高危人群的预测，应该按照方法学结合多种因素进行预测。这个理论也

正好契合了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提出的新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社会这个角度来综合分析：抑郁高危人群应该是具备生物遗传或抑郁

人格特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已经表现出或暂未表现出某些阈下症状人群。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筛查军校大学生抑郁高危群体，对抑郁高危群体进行提前干预或心理行为训练，

减少抑郁障碍的发生，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军事特殊环境，建议从症状、人格特质以及社会家庭环境三方

面同时测评。

症状主要包括：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重性抑郁障碍和持续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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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现的症状：如抑郁心境、兴趣减退、失眠或睡眠过多、食欲减退或体重衰退等，但症状数量及其严

重程度又未达到诊断标准，即出现 5 条以下的症状。

特质主要包括：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已确立的风险因素：神经质人格特征。要说

明的一点是，神经质是西方“大五人格量表”中的一种提法，根据王登峰对中国人的神经质研究，中国

人的神经质特质广泛体现在人格的各个维度及处事风格方面［19］，所以应该综合考查内外向、情绪稳定性、

处世态度、行事风格、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

社会家庭包括：家族病史、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以及近期是否发生重大事件等。

总之，军校大学生的心理服务工作不应只关注大学生当前的心理问题，更要注重帮助其培养积极健

康的应对方式，改变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一方面要注重军校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的培养，另一方面也

要对消极人格特质的个体给予跟踪、干预、关爱和社会支持。军校大学生抑郁高危人群筛查的目的就是

为了尽早发现有抑郁特质，有轻微症状的个体，并尽早对其施加干预和心理行为训练，预防其在面临军

事特殊环境的情况下发展成为抑郁障碍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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